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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倾销应诉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冯巨章

　　摘要 : 从每一个反倾销个案的性质出发对我国反倾销应诉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

析 ,结果表明 ,涉案企业数量、涉案金额、起诉方和有否商会参与等因素对应诉率有重要的

影响 ,而立案时间和行业属性对应诉率的影响不显著。总体上而言 ,我国反倾销应诉率是

较低的 ,涉案企业不参与应诉的原因各异 ,可把这些原因归为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以及搭

便车意识和行为两大类 ,而这两类原因又与涉案企业数量、涉案金额、起诉方和有否商会

参与等对应诉率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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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作为各国采取的限制外国商品低价倾

销、保护本国产业和对付不公平竞争的一种手段 ,在

国际贸易领域中被视为一种合法的贸易政策已经成

为各国贸易保护最常用的武器之一。①自从 1979年

欧盟对我国发起首例反倾销指控以来 ,外国对我国

反倾销指控愈演愈烈 ,我国实际上已成为当今国际

反倾销最主要的被指控国和最大受害者。当遭遇反

倾销起诉时 ,涉案企业积极参与应诉是其保住出口

市场的主要途径。然而 ,现实中我国涉案企业应诉

率低 ,②③这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断扩大、

出口市场萎缩情况严重。因此 ,在我国面临的反倾

销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 ,研究涉案企业应诉率的

影响因素从而有针对地引导涉案企业参与应诉 ,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每一个反倾销个案的

性质出发 ,通过收集数据实证地初步分析影响涉案

企业参与应诉的因素 ,具体分析涉案企业数量、涉案

金额、起诉方、立案时间、行业属性和有否商会参与等

对应诉率的影响 ,然后通过搜集资料整理和提炼出涉

案企业不参与应诉的原因 ,最后得出结论和启示。

一、变量、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我们要分析的是影响涉案企业参与应诉的因

素 ,因而可以一个案件的应诉率作为衡量涉案企业

参与应诉情况的指标 ,应诉率即为被解释变量 ,其计

算方法如下 :

应诉率 =
参与应诉的企业数量
涉案企业数量 ×100 %

而涉案企业数量、涉案金额、起诉方、立案时间、

行业属性和是否有商会参与等即为解释变量。

在给出了各变量后 ,就意味着明确了需要收集

什么数据 ,接着就要确定样本选取的标准。

据我国商务部的统计 ,1979 - 2004年 ,国外对我

国发起的反倾销起诉案件超过 600起。但是我们并

不是把所有这 600多起案件作为我们的样本 ,一是

因为时间跨度越大 ,不同年份的案件中影响涉案企

业参与应诉的外部经济环境差别越大 ,不同案件间

的可比性就越低 ,据此而统计得出的结论与客观情

形的偏差就可能越大 ;二是从数据的可获性考虑 ,离

现在越久的案件 ,要获取各个案件的详细数据就越

难。因此 ,我们在确定选取样本的标准时 ,将主要考

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权衡样本数量和时间跨度 ,既

要使时间跨度尽可能小 ,又要保障有较多的样本数

量 ;二是考虑各个案件数据收集的难易程度 ;三是涉

案企业数量不能太少 ;四是考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 (WTO)的时间 ;五是考虑国际反倾销的大环境。

在确定样本选取标准后 ,就要收集相关变量的

数据。

根据分析的需要 ,需要收集的数据主要有各个

案件的起诉方、涉案产品名称、立案时间、涉案企业

的数量、参与应诉企业数量、有否商会参与、涉案金

额等。由于目前并没有官方公布的或权威的有关各

个案件的详细数据 ,因此 ,我们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遇

到了很大的困难。为此 ,我们只能逐个案件地通过

人工查阅零散发布于各大报刊和网站上的资料以获

取所需的数据。

通过这种方式所查获的数据存在一些局限或问

题 ,首先是有些案件的同一数据 ,在不同报刊或网站

上内容不一致 ;其次是有些资料提供的数据只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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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数 ,而非精确数 ;最后是在众多的案件中能查阅到

的涉及我们所需数据的案件数量很有限 ,并且我们

发现许多案件并没有得到公开报道 ,特别是没有企

业参与应诉的案件。针对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 ,我

们在查阅每一个案件的数据时 ,将寻找多个数据来

源渠道 ,通过比较不同渠道来源的数据 ,进行相互印

证 ,以保证所获数据的准确性 ,尽量避免单一渠道的

数据来源 ;当个别案件不同渠道来源数据之间有不

一致时 ,我们将尽量选取在多个渠道中一致的那一

组数据 ,而不是选取与别的多个渠道不一致的某个

渠道的数据 ,当各个渠道的数据都不一致时 ,我们将

选取最权威的那个渠道的数据 ,以尽量提高数据的

准确性 ;当只有大约数时 ,我们也将比较不同渠道来

源的数据 ,取一个平均值或大约值 ,尽量提高数据的

准确度。显然 ,我们由此而获得的数据并不能保证

百分百的准确无误 ,但由于不同渠道来源数据的差

异一般较小 ,因而有理由相信我们所选取的数据的

误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用这些部分存在误差的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不会导致结果的实质性改变。

至于第三个问题 ,我们最初打算选取我国加入 WTO

以来发生的案件为样本的 ,因为这样可以使这些案

件发生在同一大背景下 ,而我国是在 2001 年 12 月

11日正式加入 WTO的 ,根据我国商务部的统计 ,我

国加入WTO至 2004年 11月底 ,国外共对我国发起

反倾销调查 137起 ,当我们对这些案件进行资料收

集时 ,发现大多数案件的资料都是不可获得的 ,经过

多个渠道最后只收集到 41个案例的数据。我们认

为样本量较少 ,于是扩大样本搜索范围 ,对 2000 -

2001年间发生案件也逐一进行资料收集 ,结果可获

得数据的样本量仍然较少 ,于是对 1995 - 1999年间

发生的案件也逐一进行资料收集 ,最后可获得数据

的样本量仍是较少 ,但是我们没有再搜集 1995年前

发生案件的资料 ,一是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从 1995

年正式开始运作的 ,我们让样本中所有案件发生后

企业应诉的大环境一致 ,二是从资料可获得性的角

度考虑 ,1995年前发生的案件的数据更难获取。需

要说明的是 ,我们从 1995 - 2004年国外对我国发起

反倾销调查的约 400起案件中选取样本时 ,惟一的

标准是把涉案企业数量少于 4个的案件剔除掉 ,此

外就没有别的标准 ,而是完全根据资料的可获得性

来确定样本 ,凡是能够获取相关数据的案件全部进

入我们的样本。

经过较长时间的数据收集后 ,最后确定的有效

样本量为 66个。

需进一步说明的是 ,在样本数据中 ,“涉案企业

数量”一般是以起诉方列明的企业数量或根据公布

的海关税则号 (编码)统计的出口企业数量为准 ,而

许多“参与应诉企业数量”为 0的案件中 ,其“涉案企

业数量”的数据都没法得到。“涉案金额”指的是涉

案企业在调查期 (通常为 1年)对起诉方出口的涉案

产品的金额总和 ,通常由海关进行统计 ,同样地 ,有

些案件的涉案金额数据无法获得。而“参与商会”的

情况 ,我们根据查阅的资料来判断有否商会参与 ,当

各种渠道来源的资料没有显示有商会参与时 ,我们

就把其判断为无商会参与 ;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有些

案件参与的商会不止 1家 ,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

性的商会参与其中 ,但考虑到所有这些案件都是全

国性的 ,而且根据商务部公布并于 2001 年 12 月 1

日实施的《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由中国五矿

化工进出口商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等负责

反倾销应诉的组织协调工作 ,再加上有些案件也只

有这些全国性的商会参与 ,因此 ,该数据主要指明这

些全国性的进出口商会。

我们将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来利用不同案件作

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以研究各因素对反倾销应诉

率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 SPSS

10. 0版本。

二、统计分析及结果

(一)涉案企业数量和涉案金额对应诉率的影响

反倾销中的涉案企业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利益集

团 ,而涉案企业参与应诉则是集体行动。众多研究表

明 ,利益集团的规模将影响集体行动的实施 ,④⑤⑥这

里的规模既包括集团的成员数量规模 ,也包括集团

的利益规模。换言之 ,在反倾销中 ,涉案企业数量和

涉案金额将可能影响每个涉案企业参与应诉的行

为。

为了对此做出检验 ,我们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

下 ,分别对反倾销中的应诉率与涉案企业数量的关

系以及与涉案金额的关系进行偏相关分析 ,结果如

表 1所示。

表 1 　应诉率与涉案企业数量和
　涉案金额的偏相关分析结果
涉案企业数量 3 涉案金额 3 3

偏相关
系数
自由
度
显著性
(双尾)
偏相关
系数
自由
度
显著性
(双尾)

应诉率 - 016568 26 01000 014847 26 01009

注 :计算 3的偏相关系数时的控制变量包括样本数据中
的涉案金额、立案时间、行业属性、起诉方和参与商会 ;计算
3 3的偏相关系数时的控制变量包括样本数据中的涉案企
业数量、立案时间、行业属性、起诉方和参与商会。

从表 1可以看出 ,当把参与商会、涉案金额、立

案时间、起诉方和行业属性作为控制变量 ,来分析应

诉率和涉案企业数量的相关性时 ,得到的 P值小于

0. 001 ,表示应诉率与涉案企业数量显著相关 ,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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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为 - 0. 6568 ,表明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

关关系。而当把参与商会、涉案企业数量、立案时

间、起诉方和行业属性作为控制变量 ,来分析应诉率

和涉案金额的相关性时 ,得到的 P值 (0. 009)小于

0. 05 ,也表明应诉率与涉案金额显著相关 ,其相关系

数为 0. 4847 ,表明两者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应诉

率和涉案企业数量的相关系数大于应诉率和涉案金

额的相关系数 ,说明前者的相关性比后者强。

由此可见 ,在反倾销中 ,涉案企业数量和涉案金

额对应诉率有较大的影响。
(二)起诉方对应诉率的影响

不同国家的经济环境各不相同 ,因此 ,被诉企业

面对不同的反倾销发起方时 ,可能有不同的决策。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各方面存在较大的

差异 ,因此企业在两类案件中的应诉行为可能不同 ,

从而形成不同的应诉情况 ,因此 ,起诉方这一因素将

可能影响应诉率的高低。为此 ,我们对数据样本按

发起方的经济发达程度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两类 ,然后对两个子样本应诉率的均值进行比较 ,看

是否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差别 ,以分析发起方是否对

应诉率有显著的影响。为此 ,我们对两个子样本进

行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如表 2和表 3所示。

　　表 2 　　不同起诉方下的应诉率的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方差齐次性检验 均值相等性 t检验

F值 显著性 t值 自由度 显著性(双尾)
均值
之差
差值的
标准误

差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应诉率 假设方差相等 16. 379 0. 000 4. 220 64 0. 000 25. 0699 5. 9405 13. 2023 36. 9375
( %) 假设方差不相等 4. 520 57. 215 0. 000 25. 0699 5. 5470 13. 9630 36. 1767

　　表 3 不同起诉方下的应诉率描述性统计量

起诉方样本数 均值 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差 标准误差

应诉率
发达
国家 37 32.6954 0.00 100.00 28.8945 4.7502

( %) 发展中
国家 29 7.6255 0.00 60.00 15.4255 2.8645

表 2显示 ,方差齐次性检验的 F值为 9. 997 ,显

著性概率为 P = 0. 000。由于 P < 0. 05 ,因此两组方

差差异显著 ,因而在 t检验结果中应选择“假设方差

不相等”一行的数据作为 t检验的结果数据。t 检验

的 P值为 0. 000 ,小于 0. 01 ,表明起诉方分别为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时的反倾销应诉率具有显著性差

异 ,而差值的 95 %置信区间在 13. 9630～36. 1767之

间 ,不包括 0 ,即两组应诉率的均值之差与 0有显著

差异。由此 ,可以认为起诉方为发达国家时的应诉

率明显不同于起诉方为发展中国家时的应诉率 ,差

异有统计意义。换言之 ,在反倾销中 ,不同的起诉方

会影响企业的应诉 ,起诉方为发达国家时比为发展

中国家时的应诉率更高。表 3显示 ,样本中起诉方

为发达国家时的应诉率均值是 32. 6954 % ,起诉方为

发展中国家时的应诉率均值是 7. 6255 % ,均值之差

为 25. 0699 % ,差异明显。这就是说 ,起诉方对应诉

率有重要的影响。

既然不同起诉方下的应诉率差异显著 ,那么就

要找出造成这种差异的影响因素。从对一些案件的

跟踪过程中发现 ,原因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法

律较完善 ,司法的透明度高 ,企业应诉时较易把握、

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小 ,胜诉的概率较大 ,因此应诉积

极性较高 ;而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法律往往不完善 ,

而且司法的透明度低 ,因而企业应诉面临的不确定

性大 ,胜诉的概率较低 ,再加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官

方语言都不是英语 ,致使应诉存在语言障碍 ,因此应

诉的积极性较低。当然 ,要找出不同起诉方下应诉

率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还需进一步的实证。
(三)立案时间对应诉率的影响

立案时间不同的案件 ,面临的外部环境是不同

的 ,从而企业的应诉决策也可能不同。特别是 ,对于

反倾销事宜而言 ,是否为WTO的成员国对于涉案企

业来说有较大的区别。例如 ,如果是 WTO成员国 ,

那么当涉案企业认为遭到起诉方不公平的裁决时 ,

可以提请WTO上诉机构进行裁决 ,而非 WTO成员

国则不能这样做。因此 ,考察加入WTO前后的应诉

率是否有差异就较有意义。我国是在 2001年加入

WTO的 ,我们正好以此为界限 ,把样本中的数据分

为加入WTO之前和之后两个子样本 ,来比较两种情

况下的应诉率是否有显著差异 ,以此来分析立案时

间对应诉率的影响。我们对其进行独立样本 T检

验 ,结果如表 4和表 5所示。

表 4 　　不同立案时间下的应诉率的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方差齐次性检验 均值相等性 t检验

F值 显著性 t值 自由度 显著性(双尾)
均值
之差
差值的
标准误

差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应诉率 假设方差相等 01069 01794 - 01819 64 01416 - 515603 617866 - 1911181 719976
( %) 假设方差不相等 - 01831 561042 01410 - 515603 616920 - 1819656 71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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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不同立案时间下的应诉率描述性统计量
立案
时间 样本数 均值 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差

标准
误差

应诉率
加入

WTO前 26 1813100 0100 83133 2518629 510721

( %) 加入
WTO后 40 2318703 0100 100100 2716086 413653

从表 4和表 5得知 ,加入WTO后的应诉率均值

是 23. 8703 % ,高于加入 WTO 前的应诉率均值

18. 3100 % ,差值为 5. 5603 % ,这可能是由于加入

WTO后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再

加上企业对反倾销积累了更多的经验而引起的。但

是 ,T检验结果的 P值为 0. 416 ,远大于 0. 05 ,而且差

值的 95 %置信区间包含了 0 ,表明加入 WTO前后的

应诉率差异不显著 ,或者说 ,其差异不具有统计上的

意义。这反映立案时间对应诉率的影响很小。
(四)行业属性对应诉率的影响

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特性 ,例如竞争程度、技术

含量和集中度等 ,这些特性可能会影响企业在遭遇

反倾销时的应诉决策行为 ,因此 ,有必要分析行业属

性对应诉率的影响。根据商务部公布的《出口产品

反倾销应诉规定》,外国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由

六大商会负责应诉的组织协调工作 ,这些商会分别

是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

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

商会、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和中国医药保健

品进出口商会。据此 ,我们将按照这些商会具体负

责的产品来划分样本案例的行业归属 ,即食品土畜

行业、纺织品行业、五矿化工行业、机电产品行业、轻

工工艺品行业和医药保健品行业。我们对这几大类

行业对应的子样本的应诉率进行非参数检验中的多

个独立样本检验 ,结果如表 6和表 7所示。

表 6 　　Kruskal Wallis检验统计量
应诉率

Chi - Square 21894
df 4

Asymp. Sig. 01576

表 7　不同行业属性下的应诉率描述性统计量
行业
属性
样本
数 均值 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差

标准
误差

应诉率食品土畜 3 3812267 22122 53157 1516855 910560
( %) 纺织品 6 1512500 0100 60100 2311120 914354
五矿化工 27 2116244 0100 100100 2718077 513516
机电产品 18 2113828 0100 81182 2518293 610880
轻工
工艺品 12 2113283 0100 92159 3119863 912336

表 6显示 ,χ2 值 (即 H值)为 2. 894 , P = 0. 576 ,

可认为五类行业的应诉率差异不显著。表 7给出了

不同行业属性下的应诉率描述性统计量 ,显示五矿

化工、机电产品和轻工工艺品三大行业的应诉率均

值几乎没有差异 ,而食品土畜和纺织品的应诉率与

其他三类的应诉率有差异 ,这可能是由于它们的样

本量太少造成的 ,而且差异也不明显。这说明 ,行业

属性对于应诉率的影响也很小。
(五)有否商会参与对应诉率的影响

大多数国家的反倾销法规都规定商会是反倾销

诉讼的主要主体之一 ,而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商

会在反倾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目的是要

检验我国的商会在反倾销实践中是否会影响涉案企

业的应诉行为 ,从而对应诉率产生影响。为此 ,我们

对有无商会参与下的应诉率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如表 8和表 9所示。

　　表 8 　　有无商会参与下的应诉率的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方差齐次性检验 均值相等性 t检验

F值 显著性 t值 自由度 显著性(双尾)
均值
之差
差值的
标准误

差值的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应诉率 假设方差相等 9. 997 01002 - 21838 64 01006 - 1916934 619385 - 3315547 - 518321
( %) 假设方差不相等 - 31588 571888 01001 - 1916934 514879 - 3016791 - 817076

　　表 9　有无商会参与下的应诉率描述性统计量
有无
商会 样本数 均值 最小值最大值 标准差

标准
误差

应诉率 无 716558 0100 100100 1516378 315876
( %) 有 47 2713491 0100 50100 2814709 411529

从表 8可以看到 ,t检验的 P值 0. 001 ν 0. 05 ,表

明有无商会参与下的反倾销应诉率具有显著性差

异 ,而差值的 95 %置信区间在 - 30. 6791～ - 8. 7076

之间 ,不包括 0 , 即两组应诉率的均值之差与 0 有

显著差异。由此 , 可以认为无商会参与下的应诉率

明显不同于有商会参与下的应诉率 , 差异有统计意

义。从表 9可知 , 样本中无商会参与下的应诉率均

值是 7. 6558 % ,有商会参与下的应诉率均值是

27. 3491 % ,均值之差为 19. 6934 %。②这表明有否商
会参与对应诉率有重要的影响 , 商会的参与能有效

地促进涉案企业参与应诉 , 显著地提高应诉率。但

从表 9 中看到 , 有商会参与下的应诉率的标准差
( 28. 4709 ) 比无商会参与下应诉率的标准差
(15. 6378)更大 , 这表明虽然总体而言商会的参与

能有效促使企业参与应诉 , 但商会作用的发挥并不

稳定 , 或者说不同商会在不同案件中的作用差别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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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案企业不参与应诉的原因

以上的统计分析表明 ,总体上我国遭受反倾销

时涉案企业的应诉率是较低的。我们对样本中的

66个案例的应诉率求均值 ,得 21. 67985 %。这表

明 ,我国数量众多的反倾销案件中大多数涉案企业

并没有参与到应诉行列中。上文已经分析了涉案企

业数量、涉案金额、起诉方、立案时间、行业属性和是

否有商会参与等对应诉率的影响 ,接着 ,我们实证地

分析了涉案企业不参与应诉的具体原因。为此 ,我

们将通过在查阅数据过程中所收集到的各个案例的

一些书面资料 ,进行归类、整理和提炼来做引证分

析。在进行引证分析的过程中 ,我们将注意各个案

例书面资料的多渠道和客观性 ,尽可能减少片面性 ,

并且收集众多的案件资料 ,避免以偏概全 ,但必须指

出的是 ,这种通过书面资料来引证的方法所存在的

不足是无法全面克服的 ,然而 ,即使如此 ,就本文的

研究而言 ,这种引证分析的定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可视为定量研究的一种较好的替代方法。

本部分所使用的论据除了包括上述统计分析中

的 66个案件的书面资料外 ,还包括了大量的在数据

收集过程中查阅的由于没有全面的数据而不能用于

统计分析但又有助于引证分析的案件的书面资料。

根据此处分析的目的 ,在整理各个案件的书面

资料时 ,将着重分析在反倾销应诉中企业不参与反

倾销应诉的原因。为此 ,我们将以一些网站和报刊

对企业进行的采访和对各案件的报道所形成的书面

资料为主 ,并辅以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对企业进行的

访谈 ,来寻找涉案企业不参与应诉的原因。

经过对大量案件书面资料的整理和汇总 ,初步

归纳出涉案企业不参与应诉的 16点主要原因。然

后对这些原因进行分类和提炼 ,把这 16个原因划分

为 3个类别 :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搭便车意识和行

为、其他。具体情况见表 10。

表 10表明 ,导致企业不参与应诉的原因很多 ,

其实 ,大多数反倾销案件的企业不应诉都是由其中

一种或同时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例如 ,2004年阿根

廷诉我国眼镜倾销案中 ,阿根廷方面早在 1月 6日

就做出对我国眼镜的反倾销调查决定 ,要求涉案企

业从 1月 7日起的 45个工作日内提交应诉材料 ,但

是 ,由于信息渠道不畅 ,1 月 30 日相关企业和温州

市眼镜商会才接到通知 ,此时距离最后应诉期限剩

下仅约 20 天③ ,从而给应诉工作造成很被动的局

面 ,这种信息不畅的情形 ,往往成为企业被迫放弃应

诉的原因。又如 ,2002年埃及诉我国日用陶瓷倾销

案中 ,“几家涉案金额最大的企业一度表示要应诉 ,

但最后没有企业愿意交纳昂贵费用而作罢”,“涉案

金额最大的新兴县某陶瓷厂老板表示 ,出口埃及的

有 100多家企业 ,自己一家请律师打这个官司 ,花费

大不合算 ,即使打赢了受益的也不只自己一家”④ ,

而佛山新中源公司副总经理钟应洲说 ,私营企业出

口小而散 ,一个市场往往是上百家企业同时在做 ,单

个的企业根本无从应诉 ,⑤由此可见 ,无法分摊应诉

成本和分享应诉收益等成为了涉案企业不应诉的原

因。再如 ,2004 年巴西诉我国圆珠笔倾销案中 ,涉

案企业考虑到当地的法律不健全、司法随意性大 ,而

且回答问卷存在语言障碍 ,因此最终决定放弃应诉。

表 10 　　反倾销中涉案企业不参
与应诉的原因及其类别

序号 企业不参与应诉的原因表述 类别
1 对反倾销带来的严重后果缺乏认识

2 对应诉前景感到没有把握 ,认为胜诉难度大 ,因
而在应诉决策上犹犹豫豫 ,下不了决心

3 有些企业根本不知道被反倾销

4
反倾销信息传达渠道不通畅 ,涉案企业得到相关
信息迟滞 ,此时在剩下时间内完成填写并提交问
卷已经来不及 ,因而不得不放弃应诉

5 涉案企业都是第一时间就知道相关信息 ,但在开
始阶段都持观望态度 ,以致错失最佳的应诉时机

6
涉案企业都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信息 ,且迅速准备
应诉 ,但由于缺乏经验和知识而难以很好地及时
准备材料 ,贻误最佳应诉时机

信
息
不
完
全
和
不
对
称

7 有些企业认为涉案的企业很多 ,想让别的企业去
应诉或认为别的企业会应诉

8
有些企业最初想应诉 ,但是 ,由于参与应诉的企
业数量很少 ,这些原先想应诉的企业认为胜诉的
机会很小 ,因而放弃应诉

9
有些企业最初想应诉 ,但愿意应诉的企业很少 ,
想应诉的企业无力独力承担高昂的应诉费用而
放弃应诉

10
有些企业想应诉 ,但愿意应诉的企业很少 ,这些
本想应诉的企业认为自己出钱却全行业受益 ,因
而不想让别的企业搭便车而放弃应诉

11 有些企业想应诉 ,但由于没有企业愿意牵头而放
弃应诉

12 应诉费用高 ,一些企业不愿意或无力承担应诉费
而放弃应诉

13 企业间如何进行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难以确定

搭
便
车
意
识
和
行
为

14 发展中国家法律不健全 ,胜诉率很低 ,且有语言
障碍

15 不愿公开自己的账目

16 企业财务运作不规范 ,账目不清 ,交易原始单据、
业务往来档案资料不全 ,因此怕自己经不起查

其
他

　　资料来源 :“企业不参与应诉的原因表述”一栏根据大量
案件的书面资料以及笔者在调研中对企业进行的访谈整理
而成 ;“类别”是加工、分析所得。

在表 10中 ,对根据书面资料和访谈归纳出来的

企业不参与应诉的 16种原因按相似性做了进一步

的分类 ,以抽象的形式反映这些相似原因的本质。

其中 ,把 1～6项归为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一类 ,7～

13项归为搭便车意识和行为一类 ,14～16项则归为

其他类别。这三大类原因 ,从在各个案件出现的频

率来看 ,信息不完全和搭便车行为两类是最主要的 ,

而其他类则是次要的。由此可见 ,在反倾销中 ,企业

不应诉主要是由信息不完全和搭便车行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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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这两个原因又与前面分析的涉案企业数量、涉

案金额、起诉方和有否商会参与等对应诉率有重要

影响的因素有关。

四、结论与启示

从每一个反倾销个案的性质出发 ,通过收集数

据对我国反倾销应诉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的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涉案企业数量、涉案金额、起诉方和有否

商会参与等因素对应诉率有重要的影响 ,而立案时

间和行业属性对应诉率的影响不显著。总体上而

言 ,我国反倾销应诉率是较低的 ,通过搜集众多案件

的资料可以整理和提炼出涉案企业不参与应诉的

16点原因 ,这些原因又可归为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

以及搭便车意识和行为两大类 ,而这两类原因又与

涉案企业数量、涉案金额、起诉方和有否商会参与等

对应诉率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有关。

从分析的结果可知 ,要提高我国反倾销应诉率 ,

就要求涉案企业数量较少、涉案金额较大、起诉方为

发达国家以及有商会参与其中。然而 ,对于某个反

倾销案件而言 ,前三个因素都是既定的 ,我们可改变

的只是第四个因素 ,即设法让商会参与其中并发挥

作用。而从前面统计分析中可知 ,与无商会参与相

比 ,商会参与虽能显著提高应诉率 ,但在商会参与下

的反倾销应诉率均值也仅 27. 3491 % ,仍然属于较低

水平。这表明 ,我国商会在反倾销中的作用仍然很

有限 ,而这则与我国商会体系不完善密切相关。因

此 ,促进我国商会组织的纵深发展 ,完善其体系 ,充

分发挥商会的能动作用 ,是提高我国反倾销应诉率

的重要举措。

注释 :
①若不同渠道来源数据的差别很大 ,我们将视为数据

不可获得而放弃该案件 ,即该案件将不进入我们用于统计分
析的样本中。

②表 8和表 9中计算的均值差别 0. 0001 ,这是由四舍五
入造成的。
③引自《反倾销信息迟到 20天 专家建议建立信息快速

通道》,新华网 (http :/ / www. xinhuanet. com) ,2004 - 02 - 03。
④引自《广东陶瓷频遭反倾销大棒》,中国财经信息网

(http :/ / www. cfi. cn) ,2002 - 11 - 14。
⑤引自《国际市场的“门槛”有多高 ?》,载《中华工商时

报》,2003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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